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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战略影响了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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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利用 2007—2016 年中国长江经济带 111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
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区域一体化战略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阈值模型考

察两者关系的非线性特征，最后，基于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一体化环境下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自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以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城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下游区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第二，
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呈现出一种

非线性的倒“U”型特征。在低集聚度和高集聚度地区，一体化有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而在中
集聚度地区却呈现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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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官方统计数据显

示，201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 6%，实现了 6． 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2017 年实际增长了 6． 2%。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转型升级态势良好。如
2018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比 2017 年提高 0． 3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11． 5 个百分点。
然而，在增长数量方面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协调、资源短缺、居民生
活环境恶化等增长质量问题［1-2］。因此，进入新常态后，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并
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
向高质量发展的划时代变化。这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此背
景下，如何实现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应是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核心研究命题之一。
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途径。区域一体化能够有效减少流通交易

成本，发挥区域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专业化发展以及产业间的知识溢出［3］，因而，对实现

商品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提高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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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地区之一［4］，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改
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国务院也明
确要求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发挥沿岸沿江人口、城市、产业、市场四要素
高度集中的资源优势，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
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5-6］。因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而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
有助于城市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区域内的企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进而促进长江经

济带城市群形成一种均衡、协调、可持续的质量型发展模式。
基于此，为了合理刻画并分析区域一体化战略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测算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质量，并对长

江经济带、非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的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将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视
为一件大事，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以下简称
DID) ，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否会对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采用外生自然实验
大大减少了内生性问题，增强了本文研究的稳健性。最后，进一步考察了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具体测算了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程度，并使用阈值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一

体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非线性拟合。由此得到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扩展政府对如何利
用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有理解。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

是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过程，是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经济体进行双边或多边经济、政治、
社会合作的过程。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将逐渐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的流
动将更加自由［6-7］。关于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 1) 区域
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如梁琦等［8］研究发现，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异质性企业的区位
选择会加剧区域不平衡，进而扩大了区域间的生产率差异。从劳动力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劳动力市
场的一体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但三大区域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趋势［9］。( 2) 区域一体化对经济
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如 Henrekson et al．［10］在研究欧盟的市场一体化时发现，市场一体化为欧盟各
国的经济带来了持续性增长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一体化能够增加知识、创新机会，进而通过知
识外溢等方式为经济带来长期稳定的增长。( 3) 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关联［11］。从既有文献来看，关于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现有
研究大多从数量层面进行讨论，而对质量层面的讨论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质量层面去
探究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测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中，目前主流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简单地以全要素

生产率( TFP) 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指标［12-13］。这种测算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14-15］。该方法从狭义角度考虑经济增长质量，重点从效率变化、效益提升等单一指标着手，因此能
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等因素。然而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代理指标的方
法，并没有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和增长效益的和谐性。例如受概念误
差与度量方法等方面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在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可能会高估经济发展质

量［16］。为克服第一类测算方式存在的潜在问题，第二类测算方式从多维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评价
体系，从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测度广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这种测算方式有效改善了利用单一指标
表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基于这种优势，目前第二类方法被广泛应用，如魏婕和任保
平［17］、杨灿明和詹新宇［18］等学者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体系，从
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测度广义上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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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评估某一政策影响的方法中，双重差分法( DID) 在现有文献中被广泛使用［19-20］。DID
方法通常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政策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来评价政策实

施的效果。由于大多数被视为自然实验的政策干预都是外生的，DID 方法可以避免内生性问题。一
些研究已将 DID方法应用于分析各种政策的效果。如李百兴和王博［21］采用 DID方法对地方环境立
法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检验，发现一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立法对地方污染物排放并没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只有在执法严格、污染严重的省份，环境保护立法才能起到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刘瑞明和
赵仁杰［7］探讨了中国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是否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这种政策干

预显著驱动了经济发展，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一结论为国家高新区的未来

布局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设立提供了重要启示。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究区域一体化战略对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效果，本文将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借鉴 DID模型的构建思路，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H2: 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一) 研究方法

1． DID模型
本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准自然实

验，即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中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实验组，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之外

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对照组。这项实验是一项外生政策，对照组的城市是随机选择的。所以，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地区自身差异及时间差异，具体模型设定为:

Qualityi，t = α0 + α1YＲEZi，t × Timei，t + α2Controli，t + fi + ft + εi，t ( 1)
式中，i和 t分别表示城市与时间( 以年为单位) ，Qualit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 i 城市在第 t 年的城

市经济增长质量。YＲEZi，t和 Timei，t都是虚拟变量，其中，YＲEZi，t =0( 实验组) 代表处于长江经济带一体
化地区中的城市，YＲEZi，t =1( 对照组) 表示不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地区中的其他城市，Timei，t = 1 表示
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实施期间，年份大于或等于 2014年，Timei，t =0表示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
实施前，年份小于 2014年。fi 为个体固定效应，ft 为时间固定效应。α0、α1、α2 是需要估计的参数，α1

捕捉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相对于对照组而言的。本文重点关
注的是交互项 YＲEZi，t ×Timei，t的系数估计，而 α1 确定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冲击的实际效果。εi，t是误差项，Controli，t表示密切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
2． 阈值模型
考虑到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很容易受到区域内相关因素的影响，而这

些因素又往往会受到时间和地区的限制。因此，本文采用 Hansen［22］提出的阈值回归模型理论来实
现研究目的。近年来，面板阈值模型被广泛使用［23］，与 Hajamini and Falahi［24］构建的横截面和时间
序列模型相比，阈值模型可以得出更让人满意的结果。由于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难以解决结构性突
变的问题，故本模型首先依据 Hansen［22］的面板阈值模型，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yi，t = μi + β1xi，t I( qi，t≤γ) + β2xi，t I( qi，t ＞ γ) + εi，t ( 2)
式中 i和 t 分别代表区域和时间; yi，t和 xi，t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μi 为个体效应; εi，t

为随机干扰项，且 εi，t ～ iidN( 0，σ
2 ) ; β1 和 β2 为回归系数; qi，t代表阈值变量，表示阈值，并且 I( ·) 为

示性函数，如果 qi，t≤0，那么 I = 1，否则 I = 0。
进一步地，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不同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探究长江经

济带一体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选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作为阈值变量，

刻画并分析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构造了一个基于 Hansen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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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模型的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即模型 2。在该模型中，我们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阈值变量，用
区位商( LQi，t )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i和 t分别代表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和时间，考察在不同城
市和时间内，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体描述如式( 3) 所示。

Qualityi，t = μi + β1 Integrationi，t － 1 I( LQi，t≤γ1 ) + β2 Integrationi，t － 1 I( γ1 ＜ LQi，t≤γ2 ) +…
+ βn + 1 Integrationi，t － 1 I( LQi，t ＞ γn ) + γControli，t + εi，t ( 3)

( 二) 变量说明

模型( 1) 至( 3) 中的变量包括: 被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虚拟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被解释
变量是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Quality ) ; 关键解释变量是区域一体化程度( Integration ) ; 虚拟变量是
YＲEZ、Time; 其他控制变量是出口开放程度( Open) 、产业结构( Ind-structure) 、创新水平( Innovation) 、
资源禀赋( Ｒesource) 和人力资本水平( Hcaptial) 。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已经对虚拟变量 YＲEZ 和
Time进行了详细说明，接下来主要解释本文连续变量的测算方式。

1． 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Quality) 。在现有文献中，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方法主要
有两种。第一种是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作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替代指标。这类方法可以很好地反
映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等因素。但是，另一种测量方法更加全面、更有说服力，即认为城市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除了涵盖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稳定性，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构的协调性等方
面。因此，许多学者采用第二种方法［25］，用多种指标综合评价区域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
借鉴钞小静和任保平［26］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增长结构、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四个维度来考察中国各
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各维度又通过不同的分项指标和基础指标来反映①。

2． 关键解释变量: 区域一体化程度( Integration) 。本文选用市场一体化指数衡量区域一体化程
度，表示某一区域商品市场联系的密切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借鉴韦倩等［27］的研究方法，使用“一价
法”来测度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Parsley and Wei［28］利用“价格法”，借助地区间的相对价格信
息测度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②，如果两地间商品相对价格的方差 Var( Pi /Pj ) 随时间变化而收窄，

说明商品相对价格波动范围在缩小，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升。因此，本文采用相邻省份的相对价格
的方差作为测量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指标。

3． 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29］和中国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 1) 出口开
放程度( Open) 。现有文献认为地区的出口开放程度可以通过该区域的出口贸易来衡量，工业企业可
以通过出口贸易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提高生产效率［30-32］，因此，本文采用工业出口交

货值占销售值的份额来衡量出口开放程度。( 2 ) 产业结构( Ind-structure) 。产业结构的度量方法较
多，本文根据袁茜等［29］的研究方法，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企业数量之比度量产业结构。
( 3) 创新水平( Innovation) 。以往的研究发现，加大研发投入可以提高区域的创新水平［33］，也会进一
步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4］，所以本文的创新水平是用科技开发项目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来衡量的。( 4) 资源禀赋( Ｒesource)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本文借鉴 James and Aadland［35］

的测量方法，即采用自然资源开发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资源禀赋。( 5) 人力资
本( Hcaptial) 。本文借鉴 Almeida and Carneiro［36］的方法，使用企业的人均培训投入来衡量人力资本。
( 三) 数据处理

本文将样本区间设置为 2007 年至 2016 年，主要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大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取上述中国各城市的相关数据。在城市样本的选择上，由于西藏、新疆、
青海、甘肃、陕西和黑龙江的数据缺失较多，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口径不一致，以及随机抽取的要求，我
们最终选取数据比较齐全的 25 个省份的 263 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处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
样本有 111 个，不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城市样本有 152 个。进一步地，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上游、中
游和下游三个部分。在控制变量的测算上，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大城市的统计年鉴，并且
保证选取的 263 个城市没有缺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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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2016 年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年份
长江经济带
下游

长江经济带
中游

长江经济带
上游

长江经济带
非长江
经济带

全国

2007 0． 510 － 0． 234 － 0． 397 － 0． 121 － 0． 048 － 0． 169
2008 0． 274 0． 410 － 0． 463 0． 221 － 0． 097 0． 124
2009 0． 711 － 0． 170 － 0． 468 0． 073 0． 070 0． 143
2010 0． 536 － 0． 290 － 0． 323 － 0． 077 0． 064 － 0． 013
2011 0． 600 － 0． 324 － 0． 254 0． 022 0． 027 0． 049
2012 0． 376 － 0． 208 － 0． 155 0． 013 0． 069 0． 082
2013 0． 467 － 0． 164 － 0． 275 0． 028 0． 104 0． 132
2014 0． 484 － 0． 082 － 0． 236 0． 166 0． 058 0． 224
2015 0． 587 － 0． 055 0． 362 0． 894 0． 091 0． 985
2016 0． 513 0． 167 0． 277 0． 957 0． 122 1． 079
平均 0． 506 － 0． 095 － 0． 193 0． 218 0． 046 0． 264

注: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选择不展示各个区域下辖地级市。

四、区域一体化发展对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一) 初步考察

本部分首先讨论长江经济带

和非长江经济带③ 2007—2016 年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化

情况( 见表 1 ) 。表 1 显示了长江
经济带、非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城
市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结果。将
长江经济带与非长江经济带以及

全国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对

比，我们发现近十年来，长江经济

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大致

高于非长江经济带但略低于全国。此外，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分成了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区域。对
比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
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上游地区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进一步地，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也有部分地区近年来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倒退迹象。
以上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2007—2016 年的十年间上

升趋势明显。这意味着，尽管在 200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处于较低水平，但是经过长江
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在

十年内由 － 0． 397 增长至 0． 277。此外，观察十年间平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发现，平均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最高的是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平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最低的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因此，
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城市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为进一步讨论区域一体化发展对长
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双重差分法和门槛检验法，对所有指标的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图 1 长江经济带与非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趋势

将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后，即可得到长江经

济带与非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的相关趋势，其各自演变的进程如图 1 所示。
图 1表明，在 2007—2016 年间，长江经济带与非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2014 年
以前走势基本相反，且都呈现出“上升与下降
趋势间或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且非长江经济带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明显高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

经济增长质量。而在 2014 年以后，长江经济带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上升趋势明显，并快速赶超非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这一状况的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2014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一
体化战略的实施，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提供了

政策支持和经济助力。长江经济带近年来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无论是从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还是从
经济规模、科技实力等方面来看都有较大的进步。本文接下来就这一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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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是否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

DID回归结果( 见表 2) 。列( 1) 至列( 4) 包含上海、重庆、浙江下辖地级市和云南下辖地级市。由于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上海、浙江、重庆、云南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划定的省份重合，
因此，列( 5) 至列( 8) 将上海、重庆、浙江下辖地级市、云南下辖地级市从城市样本中剔除，以消除“一
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对样本的具体分析如下: 在第( 1) 列中，没有添加控制变量，YＲEZi，t × Timei，t的
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是显著为正的，而在第( 3) 列中，YＲEZi，t × Timei，t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相关产业在区域一体化加强的情况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显著提升，假设得到验证。在第( 2) 列和第( 4) 列中，添加控制变量后，YＲEZi，t × Timei，t的回归结果
在 5%的水平上仍然为显著为正，说明控制变量并未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此外，比较列( 3) 、列( 4) 与
列( 1) 、列( 2) 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可以发现，列( 3) 与列( 4) 的相关指标比列( 1) 、列( 2) 大，说明“一
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战略共同提高了长江沿线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控制变量中，各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比较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计量方程设定的合理性。对

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而言: 产业结构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带来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

业创新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创新强度越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显著为正，

说明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积极地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出口开放程度与资源禀赋显著性较低，

说明出口开放程度与资源禀赋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出口开放程

度与资源禀赋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固有优势，且优势会进一步增加并长期保持，因此，这些因素在一

定程度上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低。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不剔除“一带一路”效应 剔除“一带一路”效应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YＲEZi，t × Timei，t
0． 027*

( 1． 74)
0． 092＊＊
( 2． 14)

0． 148＊＊
( 2． 12)

0． 138＊＊
( 2． 02)

0． 039＊＊
( 2． 04)

0． 124＊＊＊
( 3． 90)

0． 183＊＊＊
( 3． 76)

0． 152＊＊＊
( 3． 61)

Timei，t
0． 402＊＊＊
( 4． 19)

0． 229＊＊＊
( 3． 59)

0． 376＊＊＊
( 3． 87)

0． 351＊＊＊
( 3． 35)

0． 422＊＊＊
( 4． 49)

0． 251＊＊＊
( 3． 80)

0． 454＊＊＊
( 4． 32)

0． 432＊＊＊
( 4． 57)

Open 0． 000
( 0． 64)

0． 000
( 0． 55)

－ 0． 000
( 0． 45)

－ 0． 000
( 0． 69)

Ind-structure 0． 207＊＊＊
( 3． 46)

0． 207＊＊＊
( 3． 44)

0． 368＊＊＊
( 4． 58)

0． 338＊＊＊
( 3． 60)

Innovation 0． 205＊＊
( 2． 26)

0． 195＊＊
( 2． 25)

0． 345＊＊
( 2． 10)

0． 385＊＊
( 2． 08)

Ｒesource 0． 008*

( 1． 94)
0． 018
( 0． 74)

0． 040
( 0． 43)

0． 034
( 0． 89)

Hcaptial 0． 012＊＊＊
( 5． 34)

0． 022＊＊＊
( 4． 25)

0． 021＊＊＊
( 4． 37)

0． 030＊＊＊
( 4． 05)

个体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C 0． 230＊＊＊
( 3． 12)

0． 270＊＊＊
( 4． 16)

0． 240＊＊＊
( 4． 12)

0． 382＊＊＊
( 3． 63)

0． 292＊＊＊
( 3． 63)

0． 297＊＊＊
( 3． 57)

0． 352＊＊＊
( 3． 63)

0． 480＊＊＊
( 4． 37)

N 2 630 2 630 2 630 2 630 2 420 2 420 2 420 2 420
With-Ｒ2 0． 349 0． 322 0． 552 0． 317 0． 439 0． 369 0． 399 0． 42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地区特征和样本选择性问题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某些不可观测

的因素造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事前趋势效应，进而降低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

有效性。为了消除这些问题，表 3 使用了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 PSM) ，分别以回归系数显著的控制
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为选择标准来寻找与实验组相似的对照组，其中列( 5) 至列( 8) 是剔除“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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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影响的城市样本后剩余样本的结果。由表 3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并没有
发生实质变化，说明区域一体化战略有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发现支持了表 2 的结论，说明
本文结论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显著控制变量匹配 全部控制变量匹配 显著控制变量匹配 全部控制变量匹配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YＲEZi，t × Timei，t
0． 163＊＊
( 2． 95)

0． 133＊＊
( 2． 25)

0． 152＊＊
( 2． 11)

0． 142＊＊
( 2． 14)

0． 161＊＊＊
( 3． 16)

0． 152＊＊＊
( 3． 46)

0． 167＊＊＊
( 4． 43)

0． 156＊＊＊
( 4． 03)

YＲEZi，t
0． 013＊＊
( 2． 00)

0． 014＊＊
( 2． 02)

0． 021＊＊
( 2． 22)

0． 017＊＊
( 2． 13)

0． 023＊＊
( 2． 32)

0． 015＊＊
( 2． 27)

0． 054＊＊
( 2． 30)

0． 014＊＊
( 2． 23)

Timei，t
0． 076＊＊＊
( 5． 01)

0． 026＊＊＊
( 3． 71)

0． 011＊＊＊
( 3． 28)

0． 017＊＊＊
( 3． 88)

0． 451＊＊＊
( 3． 44)

0． 441＊＊＊
( 3． 69)

0． 443＊＊＊
( 4． 25)

0． 435＊＊＊
( 4． 55)

C 0． 302＊＊＊
( 3． 01)

0． 314＊＊＊
( 3． 46)

0． 340＊＊＊
( 4． 40)

0． 382＊＊＊
( 4． 75)

0． 438＊＊＊
( 3． 33)

0． 412＊＊＊
( 5． 33)

0． 431＊＊＊
( 3． 34)

0． 405＊＊＊
( 3． 59)

个体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 2 630 2 630 2 630 2 630 2 420 2 420 2 420 2 420
With-Ｒ2 0． 331 0． 327 0． 303 0． 320 0． 353 0． 374 0． 363 0． 44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表 4 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 1) ( 2) ( 3) ( 4) ( 5) ( 6)

YＲEZi，t × Timei，t
0． 032
( 0． 89)

0． 065
( 0． 70)

0． 176*

( 1． 89)
0． 111*

( 1． 99)
0． 195＊＊＊
( 3． 36)

0． 179＊＊
( 1． 98)

Timei，t
0． 237＊＊＊
( 3． 99)

0． 232＊＊
( 2． 27)

0． 297＊＊＊
( 3． 35)

0． 505＊＊＊
( 3． 60)

0． 233＊＊＊
( 4． 67)

0． 425＊＊＊
( 4． 54)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 0． 390＊＊＊
( 3． 26)

0． 362＊＊＊
( 3． 79)

0． 285＊＊＊
( 3． 89)

0． 600＊＊＊
( 3． 44)

0． 296＊＊＊
( 3． 52)

0． 580＊＊＊
( 3． 82)

N 1 860 1 860 1 890 1 890 1 940 1 940
With-Ｒ2 0． 203 0． 227 0． 229 0． 454 0． 328 0． 48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 三) 区域异质性分析

到目前为止，本文验证了区

域一体化战略对整个长江经济

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地，本文
可以考察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可

能存在的异质效应。为此，本文
将长江经济带归类为三组，即上

游、中游以及下游三个分样本，
具体计量结果见表 4。其中，列
( 1) 、列( 3 ) 、列( 5 ) 是不包含控
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在此基

础之上加入控制变量得到的回

归结果是列( 2) 、列( 4) 、列( 6) 。由表 4 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交互项的系数依然为正，而且不
同统计水平下显著性基本不变。
观察列( 2 ) 、列( 4 ) 、列( 6 ) 可知，无论是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地区样本中，Time 系数均显著

为正，说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显著的提升，也从侧面反映了长

江经济带区域内协同发展的程度较高。此外，我们发现，上游地区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是在统计学
上是不显著的，说明区域一体化战略对上游地区影响很小，但对中游和下游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而且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力大于中游地区。这些结果表
明，不是所有区域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情况下都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各个区域
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的不同，使得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一体
化程度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具体来说，上游地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区
域一体化不敏感，可能是因为其并非处于强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然而对于经济高速发
展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地区来说，区域一体化战略似乎是决定其所能达到的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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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机制分析
( 一) 基准阈值回归结果

为确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否会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而改变，本文也会检验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阈值效应。随后，本文将确定阈值的数量，计算阈值参数的置信区间和斜率系数。
对于每一个自检验，我们都将重复 300 次。在进行阈值分析之前，本文首先使用 2SLS 对相关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来初步判断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 5 为相应的基准
回归结果。表 5 中第( 1) 列和第( 2) 列分析了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第( 3) 至( 8) 列将全样本进一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研究样本，分别检验长江经济带
一体化发展对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 5 基准回归

解释变量
长江经济带 上游 中游 下游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Integration 0． 031＊＊
( 2． 14)

0． 063＊＊
( 2． 11)

0． 025
( 0． 73)

0． 011
( 0． 95)

0． 082
( 0． 84)

0． 045*

( 1． 92)
0． 032＊＊＊
( 3． 15)

0． 090＊＊＊
( 3． 84)

Ind-structure 0． 031＊＊
( 2． 18)

0． 022*

( 1． 93)
0． 028
( 0． 68)

0． 023＊＊
( 2． 25)

Open 0． 033＊＊
( 2． 17)

0． 039
( 1． 35)

0． 017
( 0． 91)

0． 044＊＊＊
( 3． 55)

Innovation 0． 006
( 1． 19)

0． 048
( 0． 71)

0． 072*

( 1． 90)
0． 033＊＊
( 2． 28)

Ｒesource 0． 006
( 0． 83)

0． 067*

( 1． 90)
0． 004
( 0． 71)

－ 0． 006＊＊
( 2． 18)

Hcaptial 0． 004＊＊＊
( 3． 01)

0． 031＊＊＊
( 3． 27)

0． 005＊＊
( 2． 01)

0． 034＊＊＊
( 4． 31)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 0． 043
( 0． 99)

0． 550
( 0． 90)

0． 361*

( 1． 74)
0． 250
( 0． 85)

0． 079
( 1． 33)

0． 596
( 1． 10)

0． 637*

( 1． 78)
0． 253
( 0． 72)

N 1 100 1 100 330 330 360 360 410 410
With-Ｒ2 0． 444 0． 408 0． 399 0． 421 0． 369 0． 448 0． 388 0． 459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整理，＊＊＊、＊＊、*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观察表 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长江经济带进行整体分析时，区域一体化指数的系数均为正且
显著，由此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增加对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细
分长江经济带区域后，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区域一体化指数的系数均不显著，这一发现表明

区域一体化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影响有限，原因可能在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

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在增长预期上还将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无论从经济总量还
是从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除重庆之外总体发展比较薄弱［37］。而从对长江下游
地区回归结果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区域一体化指数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检
验结果表明在长江下游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原因可能在于
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带，由于其区位优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实施后发展较为迅速。对控制变量
进行分析可发现，出口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创新水平和资源禀赋在长江下游地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有显著影响，而在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地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限。
本文采用阈值模型进一步分析区域一体化程度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特征。首

先，需要对门槛值个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换句话说，本文将使用 Hansen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
所有样本和子面板中有哪些门槛值是呈显著性的。表 6 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长江经济带总面板还是
在分区域的子面板中，因为 F统计值均呈非显著性，所以，我们去掉单门槛和三重门槛之后发现，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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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门槛检验

样本 门槛个数 门槛值 F值 P值 95%置信区间 BS次数

长江
经济带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0． 340
0． 340
0． 607

9． 882＊＊＊

5． 919＊＊
1． 347

0． 000
0． 048
0． 351

［0． 135，0． 391］
［0． 309，0． 362］
［0． 490，0． 681］

300
300
300

上游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0． 346
0． 347
0． 401

6． 495＊＊

4． 190＊＊
2． 421

0． 025
0． 019
0． 033

［0． 149，0． 315］
［0． 218，0． 360］
［0． 270，0． 426］

300
300
300

中游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0． 284
0． 284
0． 431

5． 644＊＊

3． 995＊＊
1． 590

0． 049
0． 056
0． 062

［0． 233，0． 454］
［0． 145，0． 409］
［0． 338，0． 445］

300
300
300

下游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0． 213
0． 213
0． 312

8． 044＊＊

7． 464*

2． 024

0． 014
0． 607
0． 068

［0． 106，0． 310］
［0． 150，0． 270］
［0． 278，0． 524］

300
300
300

注: 作者整理。

表 7 阈值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长江经济带
( 1)

上游
( 2)

中游
( 3)

下游
( 4)

Open 0． 042＊＊＊
( 4． 03)

0． 031
( 0． 83)

0． 032
( 0． 76)

0． 078＊＊＊
( 3． 99)

Ind-structure 0． 033＊＊
( 2． 28)

0． 038＊＊
( 2． 24)

0． 031＊＊
( 2． 27)

0． 036*

( 1． 89)

Innovation 0． 078＊＊
( 2． 05)

0． 203＊＊＊
( 3． 73)

0． 137＊＊＊
( 3． 91)

0． 033＊＊＊
( 3． 99)

Ｒesource 0． 007＊＊＊
( 4． 11)

0． 042
( 0． 64)

0． 041*

( 1． 87)
0． 008
( 0． 42)

Hcaptial 0． 011＊＊
( 2． 23)

0． 003*

( 1． 73)
0． 001＊＊＊
( 3． 22)

0． 021＊＊＊
( 3． 31)

Integration_1 0． 006＊＊
( 2． 12)

0． 005＊＊
( 2． 18)

0． 009＊＊
( 2． 05)

0． 007＊＊＊
( 3． 07)

Integration_2 － 0． 003＊＊
( 2． 23)

－ 0． 004＊＊
( 2． 28)

－ 0． 002＊＊＊
( 3． 85)

－ 0． 004*

( 1． 90)

Integration_3 0． 017＊＊
( 2． 07)

0． 002＊＊
( 2． 22)

0． 003＊＊
( 2． 29)

0． 014＊＊＊
( 3． 52)

C 0． 036
( 0． 64)

0． 068
( 0． 67)

0． 023
( 0． 54)

0． 051*

( 2． 09)
N 1 100 330 360 410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整理，＊＊＊、＊＊、* 分别表示在 1%、5%、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所有样本而言，存在两个显著门槛( 或

者说两个明显的最佳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度) ，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可能会获

得较高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其次，我们寻找对所有样本和子面板均

适用的最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或门

槛值) 。表 6 中的结果表明，所有样本
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最低值和最高

值分别为 0． 340、0． 607。在子面板中，
上游地区的门槛高于总面板，而下游地

区的门槛低于总面板，上游地区和下游

地区最优门槛值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

是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水平较
低，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相对较小。
相反，下游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度较高。
本节将通过门槛回归效应对区域

一体化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

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
无论是总面板还是子面板，在控制了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以后，区域一体化与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

倒“U”型特征，假说 2 得到验证。具体
来说，对于所有样本而言: 当集聚度小

于0． 340时，区域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在这

个区间时，地区经济运行有效、良好，并
且不会有产生挤出效应的机会; 当集聚

度大于 0． 340 但始终小于 0． 607 时，区
域一体化会显著地抑制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直至其影响无关紧要，这就意味着过小或过大的集聚度可能会因为难以提供公共物品或产生

挤出效应，以致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但若集聚度突破 0． 607，则区域一体
化又有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来讲，在所有基于分区域的子面板中，都存在同样的关系，可
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最后，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出口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创新水平、资源禀赋以及人
力资本也如前期理论预期一样，二者相互印证，但显著性水平根据子面板的不同而变化。
( 二) 基于不同集聚程度的分样本

在本节中，我们按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分成三个层次，即高集聚度、中集聚度以及低集聚度，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表 8中的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Integration 的系数值在高集聚度子面板和
低集聚度子面板中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集聚度子面板中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看
来，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的确存在双重门槛，这也恰恰证明了上文门槛回

归分析所得的结论，即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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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分集聚程度考察

解释变量
高集聚度 中集聚度 低集聚度

( 1) ( 2) ( 3) ( 4) ( 5) ( 6)

Integration 0． 426＊＊＊
( 3． 77)

0． 471＊＊＊
( 3． 58)

－ 0． 243*

( 1． 92)
－ 0． 299*

( 1． 85)
0． 307＊＊
( 2． 11)

0． 368＊＊
( 2． 17)

Open 0． 044＊＊＊
( 3． 76)

0． 048＊＊＊
( 4． 13)

0． 043＊＊＊
( 3． 97)

Ind-structure 0． 032*

( 1． 73)
0． 031*

( 1． 64)
0． 037*

( 1． 91)

Innovation 0． 102＊＊＊
( 3． 41)

0． 137*

( 1． 81)
0． 171＊＊
( 2． 10)

Ｒesource － 0． 005
( 0． 49)

0． 008＊＊
( 2． 12)

0． 007＊＊＊
( 3． 44)

Hcaptial 0． 011＊＊＊
( 4． 12)

0． 001＊＊＊
( 3． 35)

0． 005＊＊＊
( 4． 02)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 0． 032*

( 1． 78)
0． 050*

( 1． 98)
0． 027
( 0． 56)

0． 069
( 0． 83)

0． 058*

( 1． 87)
0． 024
( 0． 73)

With-Ｒ2 0． 692 0． 728 0． 534 0． 548 0． 634 0． 750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整理，＊＊＊、＊＊、* 分别表示在 1%、5%、10%的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的不同而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换

句话说，在控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度以后，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关系。进
一步地，我们发现在高集聚度地

区，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大于中、低集聚度地
区。所以，对于区域一体化战略的
实施，需要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控制在门槛值范围之间，因为如果

超出这一范围，区域一体化将不会

有效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三) 拓展分析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对城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门槛

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与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关系的影响有低、中、高三种程度，在不同的集聚程度下，区域一体化发
展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本文将 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度与门槛值进行比较，继而将其划分为三类，即高集聚度区域、中集聚度区域以及低集聚度区
域，所得到的各年份不同区域内的城市数量如表 9 所示。

表 9 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集聚程度的不同区间内城市分布结果

集聚程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高集聚度
数量 /个
比重 /%

11
10

13
11． 8

14
12． 7

11
10

14
12． 7

17
15． 5

16
14． 5

18
16． 4

18
16． 4

20
18． 2

中集聚度
数量 /个
比重 /%

43
39． 1

41
37． 3

43
39． 1

42
38． 2

39
35． 5

38
34． 5

35
31． 8

33
30

38
34． 5

37
33． 6

低集聚度
数量 /个
比重 /%

56
50． 9

56
50． 9

53
48． 2

57
51． 8

57
51． 8

55
50

59
53． 6

59
53． 6

54
49． 1

53
48． 2

注: 作者整理。

由表 9可知，2007—2009年间，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处于偏低水平，此时区域一体化
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自 2011 年起，部分城市逐步跨越第二门槛进入高集聚
度状态，截至 2016年达到历年最高。但在此期间，中集聚度区间内城市数量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多数地
区处于第二门槛区间，无法突破该瓶颈，以致无法进一步发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促进作用，反而起到了

反效果。
在表 8 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上、中、下游城市进行分析，如表 10 所示。观察表 10 可以发现，

2014—2016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始终处于中高水平的分别为: 上游地区的成都、重庆; 中游地区
的武汉、襄阳、宜昌、长沙; 下游地区的合肥、常州、南京、南通、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嘉兴、宁波、绍
兴。在 2014 年以后，集聚水平高的省份在上、中、下游均有所分布，尤其是下游地区浙江和江苏省的
各个城市，自 2014 年至今多数一直处于高集聚度水平，可见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发
展成熟，铸就了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环境。最后，上游地区的昆明自 2014 年跨越第一道门槛至今
一直处于中集聚度阶段，无法跨越第二道门槛，如果其始终保持低于第二道门槛的话，那么区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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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作用将无法得到缓解。上述分析均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
合理化控制是发挥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作用的一个重要保障。

表 10 2014—2016 年长江经济带集聚程度中、高等水平城市

集聚程度 2014 2015 2016

高集聚度

上游 成都、重庆 成都、重庆 成都、重庆
中游 武汉、襄阳、宜昌、长沙 武汉、襄阳、宜昌、长沙 武汉、襄阳、宜昌、长沙、南昌

下游
合肥、常州、南京、南通、苏州、
无锡、上海、杭州、嘉兴、宁波、
绍兴、台州、温州

合肥、常州、南京、南通、苏州、
无锡、上海、杭州、嘉兴、宁波、
绍兴

合肥、常州、南京、南通、苏州、
无锡、上海、杭州、嘉兴、宁波、
绍兴、台州、温州

中集聚度

上游 — 昆明 昆明

中游 十堰、孝感、南昌 黄冈、十堰、孝感、南昌 黄冈、十堰、孝感、赣州、宜春

下游
淮安、泰州、徐州、盐城、扬州、
镇江、湖州

淮安、泰州、徐州、盐城、扬州、
镇江、湖州、台州、温州

芜湖、淮安、泰州、宿迁、徐州、
盐城、扬州、镇江、湖州

注: 作者整理。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虽然已有许多文献阐述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研究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角度论述区域一体化战略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缺，本文试
图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基于 DID模型，利用 2007—2016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区域一体化是
否有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具体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DID 模型计量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
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下游，一体化战略的确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通过更
改对照组的选取，发现结果依然稳健。其次，阈值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程度对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区间效应。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或者较高水平时，区域一
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而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处于中间水平

时，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区域一体化程度与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换言之，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控制在预
估门槛之间时，区域一体化才能实现较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该研究结果与按集聚程度和地区划分的
分样本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从政策角度来看: 第一，应重视区域一体化战略，加强区域各省份政府之间的合作，打破区域壁

垒，消除区域之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地方政府应当保持理
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尽量避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过度或是集聚程度不足，以发挥区域一体化

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促进作用。本文结果表明，只要保持理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度，那么鼓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不一定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后果。第
三，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内部要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
不平衡，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高集聚地，引导其专业
化发展，实现多样化与专业化的高水平集聚; 对于中集聚地，尝试与高集聚地衔接，促使其打破瓶颈

从而使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此外，应积极引导和鼓励生产

性服务业向低集聚地流动，为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做铺垫。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文并没有把指标体系展现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原稿。

②具体的测算方法及数据，因篇幅限制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原稿。

③由于西藏、新疆、青海、甘肃、陕西、黑龙江等省份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数据不全，因此，此处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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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ffect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econom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HUANG Wen1，ZHANG Yuyao2

( 1．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2． Beijing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Beijing 101312，China)

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how to fu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1 cities in China＇s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7 to 2016，this paper verifi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urban economy by constructing a difference-in-

difference model，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mbined with a

threshold model，and finally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under the integration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firs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Second，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varies with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producer services，mainly presenting a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inverted“U”shape． The integ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areas with a low or

high agglomeration degree，but an opposite effect is presented in areas with a medium agglomeration degree．

Key wo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agglomer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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